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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试点促进了试点城市的碳减排绩效吗
＊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实证

邓荣荣，詹　晶
（南华大学 经济与法学学院，中国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以中国首批低碳试点的八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了国家低碳试点对试点城

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低碳试点对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政策影响

效应随试点年限的增加逐步增强，故现阶段加强城市低碳政策的引导和控制是推动城市低碳建设进程的有

效途径，此外，不断增长的城镇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制约了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不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

现，而理论上预期对碳排放规模抑制作用的技术投入变量影响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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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中心，既是能源消耗和温室

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也是碳减排策略的实施主体，如何

缓解能源约束、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已成为

中国各城市普遍面临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于２００９年提出

中国２０２０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后，为探索低碳

城市发展的有效模式并将成功经验有效推广，国家发改委

于２０１０年发布《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

的通知》（发改气候［２０１０］１５８７号），确定天津、重庆、深

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８市为首批低碳试点城

市，并于２０１２年确定北京、上海等２９个城市为第二批国

家低碳试点城市。理论上而言，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

从加强战略规划引领、完善实施体系和配套政策、推进产

业低碳化发展、加快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以及倡导低碳消费

和低碳生活理念等五个方面推动试点城市的低碳发展进

程，有利于试点城市建立多样化的低碳发展保障机制以及

因地制宜地探索科学的低碳发展模式。在国家低碳试点

的发展进程中，从实证的角度对低碳试点城市的碳减排绩

效进行评价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步骤，一方面，能为综合评

价国家层面低碳试点工作的实施效果提供现实依据，另一

方面，对积累区域低碳发展经验和推动中国低碳城市建

设，从而实现中国城市低碳化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近年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碳排放大

国，中国的低碳城市发展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大量

文献集中于低碳城市的内涵或概念界定、城市碳排放的综

合构成测算、城市低碳发展模式及其路径、城市低碳发展

的政策支持、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等方面（苏美

蓉等，２０１２）［１］。随着中国国内低碳城市实践的发展，一些

学者开始强调对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政策绩效进行评价

的重要性（连玉明，２０１２；Ｋｈａｎｎａ等，２０１４）［２］［３］。朱婧等
（２０１３）强调，尽管中国已经从国家层面建立了低碳试点城

市，但监测和评估等基础性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应

用［４］。但目前仅有十分少量的研究涉及中国低碳城市建

设的政策绩效评价，如刘颖和惠冰（２０１１）［５］、Ｌｏ（２０１４）［６］

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的政策误区；戴洁等
（２０１１）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公众对武汉市低碳城市建

设政策绩效的主观评价［７］；丁丁和杨秀（２０１３）对低碳试点

城市的工作进展与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归纳总结［８］；

Ｋｈａｎｎａ等（２０１４）运用实地调查法分析了中国首批低碳试

点的八个城市的政策执行状况与存在的问题［３］；Ｌｉ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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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在构建低碳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

试点前后环境、经济、社会等指标的差距对中国首批低碳

试点城市之一的厦门的低碳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９］；

宋祺佼等（２０１５）［１０］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的数据对中国低
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与比较；丁丁等
（２０１５）［１１］在构建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低碳发展状况进行了
分析。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一定程度丰富了有关中国低碳城
市建设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关于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政策

绩效评价的研究成果比较有限，在中国低碳城市实践发展

迅速及国家低碳试点政策实施的现实背景下，进一步的研
究需要以特定城市为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的试点绩效进

行评价，为我国低碳城市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

持。此外，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克服的问题是，影响城市碳
减排绩效的因素十分复杂，即使在模型中控制一些影响城

市碳减排绩效的其他经济与社会变量，也难以确定试点政

策为影响试点城市碳排放变化的原因之一，试点城市试点
前后碳排放绩效的差异并非一定是试点的后果，此问题即

试点政策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此，考虑到国家首批低碳试

点政策已实施五年，时间跨度能满足实证研究的需要，本
文以中国首批低碳试点的８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

差分方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ＤＩＤ）对中国首

批低碳试点城市的碳减排绩效进行实证检验。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双重差分方法
要研究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是否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碳

减排绩效，传统的计量方法有两种，一是将年份虚拟变量
加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但首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从

２０１０年后连续实施的，时间趋势的影响夹杂在年份虚拟

变量中，导致计量结果并非纯粹的政策效应；二是将政策
虚拟变量放入回归模型中，对回归结果的政策虚拟变量系

数进行分析，但影响城市碳减排绩效的因素十分复杂，即

使控制一些主要经济与社会变量，政策变量与碳排放变量
的回归可能忽略了部分影响城市碳排放绩效的重要因素，

导致变量缺失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在仅依靠技术手段难

以消除内生性问题的现实背景下，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
为：国家层面的低碳试点可被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构造

由上述８个低碳试点城市组成的“处理组”和其他未试点

城市组成的“对照组”，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分离出试
点政策发生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碳排放绩效的差异，以

检验试点的政策效果，此研究思路即为国内外政策评估领

域的一项重要研究方法———双重差分方法。具体而言，将
研究对象分为由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

保定等８个试点城市组成的“处理组”，在面板回归模型中

设置三个虚拟变量：一是处理组哑变量（Ｋ），用１或０表

示，以区分哪些市为低碳试点城市；二是政策点哑变量
（Ｄ），用虚拟变量１或０表示，以区分实施低碳试点的年

份；三是政策效果哑变量（Ｋ×Ｄ），即前两个虚拟变量的交

叉项，表示试点前后各城市碳排放数据的相对变化。依据

上述设计，构造如式（１）所示的面板双重差分模型：

ｌｎＩｉｔ ＝０＋１Ｋｉｔ＋２Ｄｉｔ＋３ＫＤｉｔ＋４ｌｎＸｉｔ＋ｕｉｔ
（１）

其中，下标ｉ代表各个城市，ｔ代表时间；被解释变量Ｉ为
碳排放强度（碳排放量与ＧＤＰ的比值），选取碳排放强度

而非总量作为衡量低碳城市碳减排绩效指标的原因一是

目前国家（各省市）的碳减排承诺与目标均仅涉及碳排放

强度指标，二是现阶段中国城市的发展特征决定了实现碳

排放强度的降低相较于降低碳排放规模更为实际。Ｘ代

表式（１）中影响碳排放绩效的其它控制变量。式（１）显示，

试点前后对照组碳排放强度的变动系数为２，“处理组”

碳排放强度的变动系数为２＋３，故实施低碳试点对试

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净影响”值为２＋３－２＝３，即

ＫＤ的系数，若低碳试点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碳减排绩效，

３的符号将显著为负，反之则非显著或显著为正。这样处

理能将影响各城市碳排放绩效的一般性因素剔除，从而更

准确评估低碳试点对被试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２．２　双重差分方法适用性检验
应用双重差分方法需要满足两个主要的前提条件：一

是该政策类似于准自然实验，即首批低碳试点城市的选择

过程是随机的，不存在与我们关心的被解释变量相关的因

素同时影响到一个市是否被试点；二是在试点政策实施

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碳排放强度应该具有相同的变动

趋势。

（１）前提条件１：低碳试点政策对被试点城市的选择

符合随机性。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康艳兵（２０１５）指出，国家发改委对中国首批低

碳试点城市的选择，主要依据区域代表性、地方的工作基

础和工作意愿等三个因素［１２］。因此，从政策背景而言，对

低碳试点城市的选取虽然不满足“抓阄式”的抽取，但选择

的依据与该城市本身的低碳发展状况并无关系。换而言

之，城市低碳发展水平的高低并非是政府选择低碳试点城

市的主要原因。为进一步验证此观点，依据中国历年能源

消耗、ＧＤＰ与人口数据计算得到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中国碳排

放平均水平相关数据，将其与各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相

关数据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试点前各低碳试点城市的低

碳发展水平高低不一。例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均碳

排放量为５．８８吨，低于深圳、厦门、贵阳、南昌、杭州五市，

但高于天津、保定、重庆三市；全国年均碳排放强度为２．３３
吨／万元，低于保定、厦门、贵阳、南昌、重庆五市，但高于天

津、深圳、杭州三市。因此，研究样本的选择符合随机性假

设条件。

（２）前提条件２：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照组的碳排放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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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具有相同的趋势。双重差分方法的前提条件２认为，

尽管从“准自然实验”的角度而言，处理组与对照组的被解

释变量必然存在区别，但只要在实验前其发展趋势一致，

即处理组的碳排放强度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相对固定，则

该对照组为合适的。本文选择的对照组为各低碳试点城

市（天津与重庆二市除外）所在省份的其他未被试点城市，

其中，广州、石家庄、秦皇岛、南平、遵义、景德镇、赣州、宁

波、温州等九市为２０１２年全国第二批低碳试点入选城市，

故排除。部分城市（贵州铜仁和毕节、河北沧州和衡水，浙

江舟山、丽水和嘉兴）因缺少能源消耗数据，故排除。图１
显示了试点前各年份处理组与对照组碳排放强度平均值

的走势，结果显示，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处理组与对照组碳排

放强度之间的差异基本上是稳定的。更进一步，以碳排放

强度的一阶差分值为因变量，以是否试点城市为唯一自变

量，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面板数据考察处理组和对照组在

试点前碳排放强度的趋势特征（如表１所示），结果表明，

“是否试点”对碳排放强度一阶差分值的影响不显著。上

述结论说明试点前处理组的碳排放水平与对照组无显著

差异，试点具备外生性特征。

图１　试点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碳排放

强度趋势（单位：吨／万元）

表１　试点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碳强度差异回归

碳排放强度差分

是否试点虚拟变量 ０．７６５（０．４１１）

常数项 ０．０２８（１．２１３）

观测值 ５５０

Ｒ２　 ０．０１６９

３　回归分析

３．１　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的讨论，式（１）是估计国家低碳试点政策对

试点城市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基础双重差分方程，为增强实
证结果的科学性，还需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影响城市碳排放
绩效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在现有的环境影响因素的实
证研究中，Ｄｉｅｔｚ和Ｒｏｓａ（１９９４）［１３］建立了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
被视为较为经典的模型，该模型建立在Ｅｒｌｉｃｈ和 Ｈｏｌｄｒｅｎ
（１９７１）［１４］提出的ＩＰＡＴ等式的基础上，Ｉ、Ｐ 、Ａ 、Ｔ 分

别表示环境变量、人口变量、富裕程度、技术变量。ＳＴＩＲ－
ＰＡＴ模型的一般形式为：Ｉｔ ＝α０Ｐｔ１　Ａｔ２　Ｔｔ３　ｅｔ ，两边
取自然对数将模型转化为线性回归模型，如式（２）所示：

ｌｎＩｔ ＝α０＋α１ｌｎＰｔ＋α２ｌｎＡｔ＋α３ｌｎＴｔ＋ｅｔ （２）

式（２）中，α１、α２、α３ 表示当其它影响因素不变时，各影响
因素变化１％引起的环境影响变化百分比。本文在ＳＴＩＲ－
ＰＡＴ模型的基础上对控制变量进行了改进。首先，现有

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农村，城市大多具有高物质消耗、高

能源消耗与高废弃物排放的典型特征，城镇居民消费引致

的碳排放量是城市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使用城镇人口

总量来度量人口变量，用Ｐ 表示；富裕程度因素选用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量，用 Ａ表示；对于技术变量，用

财政科技资金支出额来衡量，用Ｔ表示；并在模型中加入

产业结构变量（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用 Μ
表示。建立最终的面板双重差分模型：

ｌｎＩｉｔ ＝λ０ ＋λ１Ｋｉｔ ＋λ２Ｄｉｔ ＋λ３ＫＤｉｔ ＋λ４ｌｎＰｉｔ ＋
λ５ｌｎＡｉｔ＋λ６ｌｎＴｉｔ＋λ７ｌｎΜｉｔ＋ｕｉｔ （３）

３．２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１）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尚未公布城市碳排放数

据，因此计算碳排放强度所需的各城市历年二氧化碳排放

量需计算得出。由于缺乏各城市各年份分类终端能源的

消费数据，难以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

所公布的方法进行估算，故依据ＢＰ中国碳排放计算器提

供的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进行相应估算。具体的

计算公式为：

Ｃｉｔ ＝ＧＤＰｉｔ×Εｉｔ×２．４９３ （４）

式（４）中，Ｃｉｔ 表示各城市各年份二氧化碳排放量，ＧＤＰｉｔ
表示各城市各年份地区生产总值，Εｉｊ 为以标准量表示的

各城市各年份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２．４９３为ＢＰ
中国碳排放计算器提供的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能源消耗数据与 ＧＤＰ数据均来自各城市所属省份统计

年鉴。

（２）碳排放绩效影响因素。各城市的城镇人口总量、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科技资金支出、产业结构

等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份《中国城市年鉴》、各城市统计年

鉴、各城市所属省份统计年鉴，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以

２００５年为基期，利用各年份的各城市ＧＤＰ指数分别对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ＧＤＰ进行调整。

（３）政策变量数据。为控制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系

统性差异，需要确定政策点哑变量（Ｄ）的具体年份，本文
将２０１１年作为“事件年”，即在事件年及其之后，Ｄ 均被赋
值为１，否则为０。事件年的选取依据在于：尽管首批低碳

试点城市获批年份为２０１０年８月，但获取中央的财政与

政策支持，成立低碳工作领导小组并实施系统性的低碳政

策举措为２０１１年及其之后。表２为各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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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性质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预期影响方向

碳排放强度 吨／万元 ２．５８４　 １１．５６０　 ０．９５２　 ２１．９７７ ／

虚拟

变量

处理组哑变量 ／ ０．２００　 ０．４０１　 ０　 １ 负

政策点哑变量 ／ ０．４０　 ０．４９　 ０　 １ 负

政策效果哑变量 ／ ０．０８０　 ０．２７２　 ０　 １ 负

控制

变量

城镇人口总量 万人 ２７７．７５６　 ２６０．９２６　 ６１．０７０　 １７８３．０１０ 不确定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９８４９．５５０　 ８００６．７８９　 ７７１４．１８０　 ４６５９４．４９０ 不确定

财政科技资金支出 万元 ６１３３０．７４０　 ９９５６６．３００　 ３３９５．０００　 ６４６０００ 负

产业结构 ％ ５０．２８８　 ６．９７９　 ２５．１７０　 ６５．６００ 正

　　（３）实证结果分析
在面板数据模型形式的选择上，首先，固定效应模型

不适合本文的实证分析，理由为：式（３）存在用于区别是否
为首批低碳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Ｋ，即试点城市的Ｋ 值
始终为１，而非试点城市的Ｋ 值始终为０，故Ｋ 在组内是
非时变的，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将对每个虚拟变量
做组内离差变换估计，导致完全的多重共线性，运用ｓｔａｔａ
软件对式（３）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虚拟变量Ｋ值报告
失败。其次，式（３）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显示拒绝随机效
应模型形式，故本文的实证分析也不宜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因此，依据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１０）［１５］的建议，采用混合回
归模型对式（３）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首先，表３的第１列仅关注政策效果哑变量（Ｋ×Ｄ）
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对
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Ｒ２值较低，
表示模型１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较低。表２的模型２
栏为添加了控制变量后的回归分析结果，在控制了城镇人
口规模、城镇居民富裕程度、技术变量、产业结构变量后，

试点政策影响的估计值虽较模型１略微有所下降，但对碳
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仍然十分显著，平均而言，低碳试点
政策促使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年均降低约１．３６２％。为
进一步考察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在时

间上的变化趋势，表３的模型３至模型６分别考察了试点
政策实施的每一年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回归结果
表明，随着低碳试点年限的增加与低碳工作的逐步推进，

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逐年增加，双
重差分的估计结果从试点后的第一年开始显著，低碳试点
的第四年对试点城市碳排放强度降幅的贡献达２．２８５个
百分点。总体而言，经验证据表明低碳试点政策对试点城
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较为持续的负向效应。

表３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与表２的预测一
致。首先，就城镇人口规模变量而言。预期城镇人口规模
对碳排放强度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效应，一方面，城镇
人口的增加伴随城市建设、交通及住宅等需求不断增加，

将导致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人口
在城镇的聚集将带来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使用的规

模经济，并通过技术扩散带来能源效率的提升。回归结果
表明，城镇居民人口规模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研究
期内城镇人口的增长对城市碳排放强度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原因可能在于：研究期内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通过能源
消耗的增加促进了各城市碳排放规模的增加，而城镇化发
展对碳排放强度能否产生负向效应取决于城市发展质量，

一方面，长期以来以第二产业为主及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
产业结构特征未得到根本改变，城镇人口规模的发展将直
接引致大量新增劳动力由第三产业转移到传统工业产业

中，加大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及节能减排技术应用的困难；

另一方面，城镇空间的优化布局、各区域功能定位的科学
界定、粗放式城镇规模扩张的避免是实现城镇人口聚集的
规模效益与集聚效应的前提条件，但中国各城市目前的发
展现状较此目标存在较大差距，例如，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中国
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５０．９％，显著高于城镇人口３３．３％的
增幅，表明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发展
速度，城镇发展仍处于粗放型模式，成为约束城市资源集
约型、规模经济发展的瓶颈。

其次，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量而言。预期该
变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也分为正反两个方面，正向效应
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即富裕程度越高，基于消
费引致的碳排放量越高；负向效应来看，城镇居民富裕程
度的增加将通过消费结构的改善导致增加对清洁产品的

需求，有利于从消费侧促进碳排放的节约与清洁技术的应
用。回归结果显示，尽管回归系数值不大，但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对碳排放强度的增加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表明研究期内随着城镇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加，以及
近年来普遍实施的节能、低碳产品财政补贴政策的推进，

收入增加带来的消费效应更多的体现为理性的消费结构

与模式优化，有利于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再次，从产业结
构（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变量的影响效应而
言，第二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与资源密集型行业，在
达到产业发展适度比例后，第二产业比重的继续增加将导
致单位投入增加所带来的产出水平的增加幅度小于碳排

放总量的增长幅度，导致碳排放强度增加，故预期系数值
为正，表３的结果表明，与预计一致，第二产业比重对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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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强度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表３的回归结果表明，技术变量对城
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为负，但系数不显著，表明研究
期内技术投入（财政科技资金支出）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
作用不显著，与表２的预期存在一定的差异。原因可能在
于：技术投入的增加并非能等效地带来技术水平的发展，

投入经费的配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结构需
进一步优化、投入项目和市场需求脱节、重复研发、科技成
果转化不足等问题都将影响技术投入的产出效率，并阻碍
城市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程度与应用效果，而从中国目前
的研发与科技投入现状而言，上述问题较为普遍地存在于
中国城市技术进步进程中。

表３　以碳排放量强度的自然对数（ｌｎＩ）为被解释变量的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ＫＤ
－１．１２６＊＊ －１．３６２＊＊＊

（－２．１０３） （－５．８７０）

试点第一年
－０．６２６＊＊＊

（－１２．３１５）

试点第二年
－１．２８３＊＊

（－２．３７９）

试点第三年
－２．０４７＊＊＊

（－１６．３７１）

试点第四年
－２．２８５＊＊＊

（－１２．３３６）

ｌｎ　Ｐ
０．２６５＊＊＊ ０．２３４＊ ０．２９１＊＊ ０．２６２＊＊＊ ０．２８０＊＊

（１４．２１１） （２．０６９） （１０．０３７） （１５．１０８） （２．４３６）

ｌｎ　Ａ
－０．０９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４＊＊＊

（－４．１１５） （－２．１２１） （－８．３６３） （－５．２５７） （－８．０６５）

ｌｎ　Ｔ
－０．８０７ －０．６４３ －０．５２１ －０．８７７ －０．８００

（－１．００９） （－１．３４８） （－０．８０６） （－０．３８５） （－１．５４７）

ｌｎ　Ｍ
１．０２１＊＊ １．１４５＊＊＊ １．３３３＊＊＊ １．０２９＊＊ ０．８９２＊＊

（２．２１６） （１８．４８９） （１６．２５１） （２．２０６） （２．２７４）

Ｆ－ｔｅｓｔ
７．３２　 １０８．９７　 １２４．３４　 １４６．２８　 １２９．３６　 １４３．０６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调整Ｒ２　 ０．０５０７　 ０．６２７４　 ０．６３８８　 ０．６６９０　 ０．６５２１　 ０．７０３９

样本数 ５５０　 ５５０　 ５５０　 ５５０　 ５５０　 ５５０

　　注：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括号内为ｔ值；Ｆ－ｔｅｓｔ括号内为Ｐｒｏｂ＞Ｆ 的值；＊＊＊、＊＊、＊分别代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４　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得到以下政策含义。首先，理论上城市的碳

排放遵循环境Ｋｕｚｎｅｔｓ曲线，碳排放量将伴随工业化进程
中能源消耗的增加逐步增加，直至一国工业化进程完成。
因此，目前中国城市的低碳化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
自发调节，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首批低碳试点政策
对试点城市的碳减排绩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现
阶段加强城市低碳政策的引导和控制，是推动城市低碳建
设进程的有效途径。第二，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是现阶段中
国各城市节能减排的主要目标，要实现碳排放强度的降
低，各城市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引导政策与区别的行
业减排政策，一方面，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适度控制第二
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中制造业的比重，鼓励与引导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以低碳农
业、低碳工业和低碳服务业为主的低碳产业体系的建立，
对高耗能、高排放和高污染产业实行限制与转型引导的发
展，另一方面，要加快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调整能
源消费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使
单位ＧＤＰ能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降低。第三，在现阶
段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居民消费
引致的碳排放量将成为推动城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

之一，尤其是，随着节能减排政策在生产领域持续实施，面
向生产领域的节能减排将逐渐面临减排边际效应递减与

瓶颈难以突破等系列问题，因此，同时从消费侧的角度协
调城市居民消费增长与碳减排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居民
消费总量不断增长的背景下，需要重点关注居民（尤其是
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与消费结构，通过运用适当的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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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宣传手段引导居民消费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模
式转变，并增强居民清洁、绿色、低碳产品的消费比重。第
四，理论上，技术进步是碳减排的重要推动力与有利途径，

但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研究期内各
城市的技术投入尚未产生有效的节能减排成效，表明现阶
段中国技术投入的产出效率不高，以及节能减排技术的市
场应用十分有限［１６］。因此，一方面，政府在增加财政科技
资金支出的同时，需要依据节能减排的技术特征与需求，

进一步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经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
验发展三部分研发活动的配置结构，另一方面，政府需要
基于市场的节能减排需求，引导科研单位、企业的研发活
动以市场为切人点，实现与市场节能减排需求的实际对
接，避免重复研发、无效研发、低层次研发等问题，并促进
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市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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